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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明确社交媒介使用对上海城市新移民社会责任认同的作用机制，本研究构建了一个有调

节的中介模型，重点考察了社会融入在二者关系中的中介作用以及社会信任的调节作用。研究对415名上海

城市新移民进行问卷调研，对其社交媒介使用、社会融入、社会信任及社会责任认同进行调查。结果显示：

（1）在控制性别、年龄、户口、来源（城乡）、收入、来沪时长后，社交媒介使用对社会责任认同具有显

著的正向预测作用；（2）社会融入能够在社交媒介使用与社会责任认同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3）社交媒

介使用对社会责任认同的直接预测作用及社会融入在二者关系中的中介作用均会受到社会信任的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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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缘起

社会责任认同（social responsibility recognition）是个体基于自身定位，在

理性思考和自由选择的基础上，对社会正常运行、健康发展应当承担怎样的责任，履

行怎样义务的一种认知和行为。萨特从哲学的视角揭示了责任的根源和意义，认为社会

责任是人绝对自由的内在要求，是人成为人的本性，逃避责任就是逃避自由。伴随着轰

轰烈烈的中国城市化运动，城市新移民已成为政府和学界都非常关注的焦点。据上海统

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底，外来常住人口976.21万人，占上海常住人口（2423.78

万人）的40.27%。“移民时代”（吉登斯，2015）已经来临。在媒介社会化趋势下，各

式各样的社交媒介正悄无声息地在改变着社会结构，重塑社会阶层（周葆华，2010），

也深刻影响着城市新移民的社会化、城市化进程以及他们的认知结构和行为习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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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背景下，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责任认同受到哪些因素影响？这些影响因素之间又有什么

关系？如何通过社交媒介提升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责任认同？这些问题已成为新媒体时代

构建和谐社会亟待探讨和研究的问题。为此，学者从不同的视角进行了研究。心理学者

提出了“人格特质论”，认为社会责任感是个体人格特质的反映，不同人格特质的个体

可能会形成不同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传播学者提出了“信息接触论”，认为信息接触

不仅可以促进个体的日常沟通交流，还能通过信息选择影响价值观（Entman，2010），

学者通过大量研究已证明媒介、政党可以通过“信息框架”来影响个体的认知和态度

（Chong，1993）。由此可见，以往研究多从单一视角分析个体的社会责任认同的影响

因素，未能综合考察这些不同的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的相互作用机制，致使个

体的社会责任认同研究缺乏一定的综合性。因此本研究将这些影响因素综合考量，以提

高研究结论的准确性和普适性。本文基于传播学的信息接触论和社会学的社会融入理论

的双重理论研究视角，研究了社交媒介使用与上海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责任认同的关系，

研究以社会融入为中介变量，社会信任为调节变量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不仅

明确了社交媒介的使用“如何影响”上海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责任认同的问题，而且对社

交媒介使用在什么条件对社会责任认同的影响更为显著的问题做了研究。研究结果对深

化社交媒介使用对上海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责任认同，以及引导城市新移民在创建和谐社

会的过程中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媒介使用与社会责任认同

媒介使用与社会责任认同的关系，有两种相反看法。一种观点从媒体动员理论

（media mobilisation theory）的视角出发，认为媒介使用能够提高和改善个体的社

会意识和行为（Newton，1999；Strömbäck & Shehata，2010）；另一种观点则从媒体

不适理论（media malaise theory）的视角出发，认为媒介使用降低了个体的社会责任

的意识和行为（Robinson，1976；O'Keefe，1980；Cappella & Jamieson，1997）。研

究结论相左是因为相关研究是在不同的研究理论指导下进行。此外，研究人员还从微观

视角对媒介使用与个体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有学者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对媒介使用与个体

环保行为、政治参与的关系进行了探究。研究发现，传统媒介使用能显著提升个体对环

保议题的讨论意愿和环保意识，新媒介使用能强化个体的环保参与行为（金恒江等，

2017）。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对农村居民公共事务参与意愿的影响不同，传统媒体对农村

居民参与公共事务的促进作用显著，而新媒体不显著（张蓓，2017）。媒介使用内容、

媒介使用强度对大学生的国家形象认知具有显著影响（廖圣清等，2011）。新媒介线上

和线下互动表达能积极影响青年政治参与意愿（卢家银，2017）。媒介使用还能增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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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的社会凝聚力和国家认同（陆晔，2010）。通过文献梳理可知，在众多媒介使用研究

中，社交媒介对社会责任认同的研究还有待深入。由此，本文提出第一个研究问题，社

交媒介使用能否影响上海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责任认同建构？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

假设：

H1：社交媒介使用对新移民社会责任意识建构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二）社会融入的中介作用

社会融入（social integration）是指处于弱势地位的主体能动地与特定社区中的

个体与群体进行的反思性、持续性、互动的社会行动过程（陈成文、孙嘉悦，2012）。

学界对社会融入的研究主要聚焦在城市新移民、农民工等特殊群体上。研究发现媒介在

社会融入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一方面媒介使用有助于社会弱势群体获得符号资本，消

除符号障碍，促进其社会融入（袁靖华，2011）。同时，媒介使用还可以缩小数字鸿

沟，适度调适社会矛盾，有助于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另一方面媒介不合理使用，限制了

交往范围，使得他们的人际交往固化，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个体独立思考个性的培养和

完善（单丽、石瑾，2015）。在二元社会结构中，在媒介社会化的环境下，社交媒介对

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融入有没有影响？社会融入状况能否影响他们在新的环境中“主人

翁”意识（即社会责任认同）的形成？由此，本文提出第二个研究问题，社会融入能否

影响上海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责任认同建构？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2：社会融入在上海城市新移民的媒介使用与社会责任认同之间具有中介作用。

（三）社会信任的调节作用

社会信任是指在特定的情境下，个体对符合自己利益的被信任方相信并有所托付

的心理认知和行为意向。从不同的视角看，信任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根据信任对象

关系的远近可以分为一般关系信任和特殊关系信任。根据信任对象的类型可以分为政

治信任、人际信任、社会信任等。研究发现，社会信任能够通过电视、报纸、网络等

媒介，对个体的政治认同、个人价值产生一定影响。不同的媒介对个体的影响具有显

著差异。电视媒介中的消极内容能够强化个体的犬儒主义倾向，影响个体的政治信任

（Hillman，2010）。报纸信息能正向影响个体的认知情感，但是电视内容却呈现两极

分化的现象（Hetherington，1998）。姚君喜等人（2014）发现媒介使用能显著影响社

会信任，同时社会信任对个体的社会认知和行为均有显著影响。社会信任能够影响农村

居民的社会资本的整合和劳动力转移（高虹、陆铭，2010）。可见，学界对于媒介使用

对个体社会信任的认识分歧比较严重，既有正面评价也有负面评价。由此，本文提出两

个研究问题，即在城市化进程中，社会信任能否在社交媒介使用与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责

任认同的关系中起到调节效应？社会信任能否在社交媒介使用与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入的

关系中起到调节效应？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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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社会信任正向调节社交媒介使用与上海城市新移民社会责任认同的关系。即社

会信任水平越高，社交媒介使用对上海城市新移民的正向社会责任认同越强；反之越弱。

H4：社会信任正向调节社交媒介使用与上海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入的关系。即社会信

任水平越高，社交媒介使用对上海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融入的正向影响越强；反之越弱。

为检验以上假设，本研究基于传播学的信息接触论和社会学的社会融入理论的双重

理论研究视角，旨在探究社交媒介使用与上海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责任认同的关系，并构

建了一个含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该模型以社会融入为中介变量，社会信任为调节变量，

模型见图1。

三、研究设计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用了问卷调查法。调研于2018年9月10月—2019年3月30日之间进

行，由上海交通大学三位博士研究生组成的“城市新移民媒介使用与社会责任认

同”调研课题小组完成。课题组成员通过询问受访对象“你是新上海人吗？”这

一问题以确定受访人员是否属于本研究的调研对象（上海城市新移民）。本研

究将“凡是出生地不是上海，但现在生活、工作在上海的人”界定为“新上海

人”，也就是“上海城市新移民”，即本研究的研究对象。因此，对回答“是”

的受访者调研人员向其讲明缘由，争取受访人员配合调研。三名课题组成员分头

调研。其中一名课题组成员在上海某写字楼下随机拦访，调研时间为每天的7：00 

～9：00、11：00～13：00、16：00～18：00。第二名课题组成员在上海市区某一成熟

的普通居民小区内随机拦访，调研时间为每天的7：00～9：00、16：00～19：00。第

三名课题组成员在上海郊区的某工厂门口蹲点拦访。调研时间为早上7：00～9：00、 

17：00～19：00。三名调研人员共发放调查问卷500份，实际回收问卷455份，有效问卷

图1  社会融入的中介作用和社会信任的调节作用假设模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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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份，有效回收率83%。样本基本情况（见表4）。由于客观条件所限，本研究无法对

上海所有的新移民进行全面抽样调查研究，因此，本研究不能确保统计结果全面反映在

上海的城市新移民的特征。

（二）变量的设置与测量

1.自变量：社交媒介使用

本研究主要从社交媒介使用的视角进行，同时结合社交媒介使用频率进行分析考察。

社交媒介使用频率。社交媒介使用频率这一变量采用多选形式，共有9个选项，分

别是博客、微博、网络论坛、优酷视频等社交视频、百度维基百科、知乎、微信、QQ、

阿里旺旺。每位受访者至少可选择三项。社交媒介使用频率状况见表1。

社交媒介使用行为。这一变量的测量参考了韦路（2015）城市新移民研究设置了

12个指标，分别为“发布信息”“转发信息”“评论他人信息”“分享视频、图片、音

乐”“与他人讨论”“关注朋友动态”“与朋友互动”“闲逛、随便看看”“结交新朋

友”“使用及时聊天工具”“加入群组（如微信群）”“发起或参加线上活动”。答案

采用五级李克特量表测量（1为非常不同意，5为非常同意）。

社交媒介使用行为可以分为三个方面：社交行为、信息生产、信息获取（见表

2）。社交行为（Cronbach's Alpha值=0.788）包括“闲逛、随便看看”“结交新朋

友”“使用即时聊天工具”“加入群组（如微信群）”“发起或参加线上活动”题项。

信息生产（Cronbach's Alpha值=0.866）包括“发布信息”“转发信息”“评论他人

信息”“分享信息”题项。信息获取（Cronbach's Alpha值=0.856）包括“与他人讨

论”“关注朋友动态”“与朋友互动”题项。具体见表2。为简化操作，研究最后将社

表1  社交媒介使用频率

a. 值为 1 时制表的二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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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媒介使用行为综合为一个变量，即“社交媒介使用”（M=3.89，SD=0.645），答案采

用五级李克特量表测量（1为非常不同意，5为非常同意）。

2.因变量：社会责任认同

根据文献回顾，社会责任变量的测量参考了刘波平（2014）和刘海涛（2011）等的

个体社会责任测量方法，构建了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责任量表。社会责任分为两个方面：

社会责任意识认同和个人社会责任行为认同。社会责任意识认同（Cronbach's Alpha值

=0.758），共选取了：（1）我具备较强的社会责任感。（2）每个人有使社会变得更

好的责任。（3）我认为当代社会普遍缺少社会责任感。采用五级李克特量表测量。通

过因子分析，发现KMO值为0.610，Bartlett球形度检验的概率p值为0.000，适合因子

分析。于是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了一个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69.84%。社会责任行为

认同（Cronbach's Alpha值=0.959），共选取了：（4）我应该遵守社会秩序，爱护公

共财物。（5）保护环境是我的责任。（6）在公共场合，我会注意自己的言行（如不吸

烟，不随地吐痰）。（7）我应该维护社会稳定。（8）我不会随便发布危害社会安全稳

定的信息、言论。（9）我不会随便转发危害社会安全稳定的信息、言论。（10）我会

努力工作，为社会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采用五级李克特量表测量。通过因子分

析，发现KMO值为0.913，Bartlett球形度检验的概率p值为0.000，适合因子分析。于是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了一个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80.61%。为了简化操作，研究最后

将社会责任认同综合为一个变量，即“社会责任认同”（M=4.32，SD=0.53）。

3.中介变量：社会融入

社会融入（Cronbach's Alpha值=0.894）。这一变量的测量，参考了金恒江

（2017）的社会融入量表。共选取了：（1）我认为我是上海人。（2）我在上海有家

表2  社交媒介使用信度、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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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觉。（3）当我离开上海的时候，我会想念上海。（4）我喜欢上海，并且愿意一

直留在上海居住。（5）我会关注上海发生的事情，并认为和我息息相关。采用五级

李克特量表测量。通过因子分析，发现KMO值为0.848，Bartlett球形度检验的概率p

值为0.000，适合因子分析。于是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了1个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

70.6%。

4.调节变量：社会信任

社会信任度（Cronbach's Alpha值=0.879）。根据文献回顾，社会信任的测量参

考了郭细卿（2017）的社会信任测量方法，构建社会信任测量量表。共选取了：（1）

对自家亲戚的信任程度。（2）对自家邻居的信任程度。（3）对自己同事的信任程度。

（4）对自己老板的信任程度。（5）对一般熟人的信任程度。（6）对社会上一般人的

信任程度。采用五级李克特量表测量。通过因子分析，发现KMO值为0.783，Bartlett球

形度检验的概率p值为0.000，适合因子分析。于是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了两个因子，

用最大方差法进行因子旋转，得到旋转后的因子成分矩阵，如表3所示。

依据旋转后各题项的因子载荷大小，将两个因子分别命名为相关关系信任（亲属同

事信任）、一般相关信任（一般社会人信任）。其方差贡献率分别为43.59%、27.65%，

累计方差贡献率为71.23%。其中相关信任（Cronbach's Alpha值=0.833，M=3.81，

SD=0.66）包括“对自家亲戚的信任程度”“对自家邻居的信任程度”“对自己同事

的信任程度”“对自己老板的信任程度”题项。一般相关信任（Cronbach's Alpha值

=0.714，M=3.13，SD=0.77）包括“对一般熟人的信任程度”“对社会上一般人的信任

程度”题项。各项测量指标在所属因子赋值均大于0.5。为了简化操作，研究最后将社

会信任综合为一个变量，即“社会信任”（M=3.58，SD=0.59）。

5.控制变量

本研究将人口统计学变量、是否有上海户籍、教育程度、来源（城市还是农村）、

收入等设置为控制变量。具体变量操作见表4。

表3  旋转后社会信任因子分析

提取方法：主成份。 旋转法：具有 Kaiser 标准化的正交旋转法。
a. 旋转在 3 次迭代后收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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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控制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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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数据分析与量化结果

在数据分析前，对因问卷匿名填写等因素可能造成的共同方法偏差，在程序控制的

基础上，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进行检验。发现第一个公因子的方差解释百分比为

28.624%，小于40%的临界值，可以认为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一）主要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矩阵

1.上海城市新移民的社交媒介使用状况

由表1中的数据可知，社交媒介使用频率情况依次为：微信（411，99%）、QQ

（286，68.9%）、微博（149，35.9%）、维基百科百度知道（121，29.2%）、土豆优酷

等视频分享网站（63，15.2%）、网络论坛如百度贴吧天涯凯迪论坛（52，12.5%）、阿

里旺旺（47，11.3%）、知乎（38，9.2%）、博客（11，2.7%）。可见，腾讯旗下的即

时聊天工具微信和QQ是城市新移民使用最多的社交媒介，特别是微信的使用率已达到

99%。由表4中的数据可知，每天使用社交媒介的时间情况。每天使用社交媒介的时间

少于1小时的受访者有90位，占21.7%。每天使用社交媒介的时间在1～2小时间的受访者

有145人，占34.9%。每天使用社交媒介的时间在2～3小时的受访者有91人，占21.9%。

每天使用社交媒介的时间在3～4小时的受访者有45人，占10.8%；每天使用社交媒介的

时间在4～5小时的受访者有18人，占4.3%；每天使用社交媒介的时间在5～6小时的受访

者有8人，占1.9%。每天使用社交媒介的时间为6～7小时的受访者有5人，占1.2%。每天

使用社交媒介的时间为7～8小时有4人，占1%；每天使用社交媒介的时间在8小时以上的

受访者有9人，占2.2%。从社交媒介使用时间时长上看，使用时间不到1年的受访者有

36人，8.7%。使用1～2年的受访者有40人，占9.6%。使用时间在2～3年的受访者有45

人，占10.8%。使用时间3～4年的受访者有35人，占8.4%。使用时间在4～5年的受访者

有36人，占8.7%；使用时间在5年以上的受访者有223人，53.7%。由表5中的数据可知，

上海城市新移民的社交媒介的使用行为均值均高于2.5，其中信息获取行为（M=4.07，

SD=0.70）表明91.1%的上海城市新移民经常使用社交媒介获取信息。信息生产行为

（M=3.80，SD=0.80）表明81.9%的上海城市新移民经常使用社交媒介生产信息。人际社

交行为（M=3.85，SD=0.66）表明87.7%的上海城市新移民经常使用社交媒介进行人际交

往。总的来说，通过社交媒介获取信息是城市新移民使用社交媒介的主要行为，其次是

人际社交行为，再次是信息生产行为。为了方便研究，将上海城市新移民的社交媒介使

用行为综合为一个变量“社交媒介使用”（M=3.89，SD=0.65）。

2.上海城市新移民社会信任、社会融入、社会责任认同的状况

由表5中的数据可知，社会信任、社会融入的均值均高于3（三类变量的最小值为

1，最大值为5，测量单元的中值为3）。社会信任方面，其中相关关系信任（M=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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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0.66）表明83.6%的上海城市新移民对亲戚、邻居、同事、老板等有相关关系的人信

任度比较高。一般关系信任（M=3.12，SD=0.77）表明38.6%的上海城市新移民对没有直

接关系的一般社会人的信任度较高。由此可见，上海城市新移民对具有相关关系的人的

信任度远高于没有相关关系的比较，两者相差45%。为了简化研究，将相关关系信任和一

般关系信任综合为一个变量，即“社会信任”（M=3.58，SD=0.59），表明79.5%的上海

城市新移民的社会信任度较高。社会融入方面（M=3.18，SD=0.95）表明55.2%的上海城

市新移民社会融入度较好，同时也有44.8%的上海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融入度一般或较差。

上海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责任认同方面。社会责任认同包含社会责任意识认同和

社会责任行为认同的均值非常高，其中上海新移民的社会责任意识认同（M=4.07，

SD=0.59）表明93.5%的上海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责任意识认同比较高。上海新移民的社会

责任行为认同（M=4.43，SD=0.57）表明96.4%的上海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责任行为认同比

较高。为简化操作方便研究，研究最后将社会责任认同综合为一个变量，即“社会责任

认同”（M=4.32，SD=0.53），说明有79.5%的上海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责任认同比较高。

3.主要研究变量的相关关系

由表5中的Pearson相关系数可发现如下结果。首先，上海城市新移民的个人社会

责任（意识、行为）认同与媒介使用行为（信息获取、信息生产、社交行为）呈显著正

相关。其中，上海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责任意识认同与媒介使用的社交行为呈显著正相关

（r=0.320，p<0.01）。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责任意识认同与媒介使用的信息生产行为呈显

著正相关（r=0.329，p<0.01）。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责任意识与媒介使用的信息获取行为

呈显著正相关（r=0.380，p<0.01）。上海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责任行为认同与社交媒介使

用的社交行为呈显著正相关（r=0.228，p<0.01）。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责任行为认同与媒

介使用的信息生产行为呈显著正相关（r=0.271，p<0.01）。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责任行为

认同与媒介使用的信息获取行为呈显著正相关（r=0.336，p<0.01）。上海城市新移民的

社会责任认同与媒介使用呈显著正相关（r=0.352，p<0.01）。假设H1获得初步验证。

其次，社会融入与上海新移民的媒介使用行为以及社会责任认同呈显著正相关。社

会融入与上海城市新移民的社交媒介使用呈显著正相关（r=0.222，p<0.01）。其中，

社会融入与媒介使用的信息获取行为呈显著正相关（r=0.173，p<0.01），与媒介使用

的信息生产行为呈显著正相关（r=0.205，p<0.01），与媒介使用的人际社交行为呈显

著正相关（r=0.209，p<0.01）。社会融入与上海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责任认同呈显著正

相关（r=0.346，p<0.01）。其中，社会融入与上海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责任意识认同呈

显著正相关（r=0.374，p<0.01）。社会融入与上海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责任行为认同呈

显著正相关（r=0.295，p<0.01）。假设H2获得初步验证。

再次，社会信任与上海城市新移民的媒介使用行为以及社会责任认同呈显著正相

关。社会信任与上海城市新移民的媒介使用行为呈显著正相关（r=0.333，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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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信任与上海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责任意识认同呈显著正相关（r=0.380，p<0.01）。

社会融入与上海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责任认同呈显著正相关（r=0.329，p<0.01）。社会

信任与上海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责任认同呈显著正相关（r=0.373，p<0.01）。假设H3获

得初步验证。

（二）媒介使用与上海城市新移民社会责任认同的关系: 有调节的中介

模型检验

首先，根据Hayes（2013）的检验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的方法，使用其在SPSS基础

上开发的Process插件，采用Model4（简单的中介模型），在控制年龄、性别、是否有

上海户口、来源地（城市还是农村）、教育程度、收入、来沪时长的情况下，对社会融

入在社交媒介使用与上海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责任认同之间关系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

检验结果表明（见表6）：社交媒介的使用对上海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责任认同预测显著

（β=0.298，t=7.859，p<0.01）。假设H1获得验证。当放入中介变量后，社交媒介使

用对上海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责任认同直接预测作用依然显著（β=0.249，t=6.534，

p<0.01）。社交媒介使用对上海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融入正向预测作用显著（β=0.364，

t=5.346，p<0.01），社会融入对社会责任认同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β=0.134，

t=5.009，p<0.01）。假设H2获得验证。

此外，社交媒介使用对上海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责任认同影响的直接效应及社会融入

的中介效应的bootstrap95%置信区间的上限和下限均不包含0（见表7），表明社交媒介

的使用不仅能直接预测上海城市新移民的的社会责任认同，而且能够通过社会融入的中

介作用预测社会责任认同。该直接效应（0.249）和中介效应（0.049） 分别占总效应

（0.298）的83.55% 、16.44%。

表5  主要研究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矩阵

注：**p<0.01，双尾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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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采用Hayes编制的SPSS宏中的Process插件，采用Model8（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本研究的模型与该模型一致）在控制年龄、性别、是否有上海户口、来源（城市或农

村）、教育程度、收入、来沪时长的情况下对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进行检验。结果表明

（见表8、表9），将社会信任放入模型后，社交媒介使用社会信任的乘积项对社会融

合和社会责任认同的预测作用显著。其中（社会责任认同：β=-0.145，t=-3.511，

p<0.01；社会融入：β=0.152，t=2.018，p<0.01），说明社会信任不仅能在社交媒介

表7 总效应、直接效应、中介效应分解表

Boot标准误、Boot CI上下限分别指通过偏差矫正的百分位Bootstrap法估计的间接效应的标准误
差、95%置信区间的下限和上限。

表6  社会融入的中介模型检验

注：模型中各变量均采用标准化后的变量带入回归方程，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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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对上海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责任认同的直接预测中起调节作用，而且能够调节社交媒

介使用对上海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融入的预测作用。假设H3、H4获得验证。

进一步进行简单斜率分析（见图2、图3）。由图2可知，社会信任水平较低

（M-1SD）的上海城市新移民社交媒介使用对社会责任认同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

（simple slope=0.27，t=6.586，p＜0.001）；而对于社会信任水平较高（M+1SD）

的上海城市新移民，社交媒介使用虽然对社会责任认同也产生正向预测作用（simple 

slope=0.094，t=2.042，p＜0.05），但其预测作用较小；这表明随着城市新移民社会信

任水平的提高，社交媒介使用对社会责任认同的预测作用呈逐渐降低趋势（见表9）。

由图3可知，社会信任水平较低（M-1SD）的上海城市新移民社交媒介使用对社会

融入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simple slope=0.017，t=1.728，p＜0.5）；而对于社会信

任水平较高（M+1SD）的上海城市新移民，社交媒介使用虽然对社会融入也产生正向预

测作用（simple slope=0.038，t=2.249，p＜0.5），但其预测作用较小；这表明随着

城市新移民社会信任水平的提高，社交媒介使用对社会融入的预测作用呈逐渐降低趋势

（见表9）。

表8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注：模型中各变量均采用标准化后的变量带入回归方程，下同。



58

此外，在社会信任的三个水平上，社会融入在社交媒介使用与社会责任认同中的中

介效应呈上升趋势（见表9），即随着城市新移民社会信任水平的提升，社交媒介使用

更容易通过提升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融入进而影响他们的社会责任认同。

五、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基于传播学的信息接触论和社会学的社会融入理论的双重理论研究视角，研

究了社交媒介使用与上海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责任认同的关系，以社会融入为中介变量，

社会信任为调节变量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不仅明确了社交媒介的使用“如何

影响”上海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责任认同的问题（社会融入的中介作用），而且对社交媒

介使用在什么条件对社会责任认同的影响更为显著的问题做了研究（社会信任的调节作

用）。研究结果对深化社交媒介使用对上海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责任认同，以及引导城市

新移民在创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研究发现如下。

第一，社会融入在社交媒介使用与上海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责任认同之间具有中介

图2  社会信任在社交媒介使用与社会责任认同关
系中的调节作用

图3  社会信任在社交媒介使用与社会融入关系中
的调节作用

表9  在社会信任不同水平上的直接效应及中介效应

Boot标准误、Boot CI上下限分别指通过偏差矫正的百分位Bootstrap法估计的间接效应的标准
误差、95%置信区间的下限和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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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社会融入是融入主体（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政治参与（陈旭峰、田志锋、钱民

辉，2010）、文化认同（杨菊华，2009）、塑造价值（侯钧生，1995）的重要影响因

素。探讨社会融入在社交媒介使用对上海城市新移民社会责任认同之间的关系中的中介

作用，不仅有助于从认知的视角揭示社交媒介使用通过什么因素来影响塑造城市新移民

的社会责任认同，而且有助于我们探究城市新移民社会责任认同的形成机制。本研究发

现，社交媒介使用能够通过社会融入的中介作用预测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责任认同。具体

而言，社交媒介使用不但对上海城市新移民社会责任认同产生直接影响，还可通过社会

融入的中介对上海城市新移民产生间接正向影响。这一结论揭示提升上海城市新移民的

社会融入，既可以通过直接改善城市新移民群体的社交媒介的使用，也可以通过社交媒

介的使用来提升他们的社会融入，并最终得到城市新移民群体对社会责任认同水平的提

升。这一研究结论也验证了前人的发现，即社会融入是文化认同与社会认同的深化（杨

菊华，2015），社交媒介使用能提高个体的亲社会行为，改善他们与社会的融入程度，

进而影响个体的社会责任认同（樊帅、田志龙、胡小青，2017）。媒介是一把双刃剑。

社交媒介使用对社会融入的影响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首先，社交媒介使个体更加地

便捷获取信息、沟通交流，对提升认识水平和增进感情，具有重要意义。但不恰当地使

用社交媒介（如信息冗余、不良信息接触、手机成瘾等）会影响个体心理健康成长，世

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塑造，进而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健康发展。由此可知，社交媒

介在改善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融入过程具有重要作用。社交媒介可以充分发挥信息框架效

应和议程设置效应，对城市新移民开展有针对性的传播，从而直接影响城市新移民的社

会责任认同。同时，社会融入是动态、渐进、多维、互动的过程，受到众多因素的影

响，这也就意味着我们需要从不同的视角去审视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融入，主动与城市新

移民群体进行交流沟通，全面客观地了解城市新移民的人口流动、社会融入状况，从而

为政府决策部门制定科学合理的公共政策提供依据。

第二，社会信任提高了社交媒介使用与上海城市新移民社会责任认同的关系，而且

能够通过社会融入调节社交媒介使用与社会责任认同的关系。本研究基于社会融入理论

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对社会信任在社交媒介使用与社会融入及社会责任认同

之间关系中的调节作用进行了考察。结果发现，社会信任不仅能够在社交媒介使用与社

会责任认同关系中起调节作用，而且能够对“社交媒介使用——社会融入——社会责任

认同”这一中介链条起调节作用。具体而言，与高社会信任水平个体相比，社交媒介使

用对社会责任认同的直接预测效应对低社会信任水平个体更加显著。该结果既表明社会

责任认同产生的认知机制（社会融入的中介作用）存在个体差异，也说明社会信任是影

响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入的重要影响因素，这也验证此前学者的研究结果（雷开春、张文

宏，2012；徐延辉、史敏，2016）。高社会信任水平的个体具有更好的社会融入能力，

这也证实了已有的研究发现，即社会信任水平较高的居民对提升他们参加社会行为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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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Park et al.，2016；徐建斌等，2018；蔡起华、朱玉春，2014）。低社会信任水

平的个体对社会的满意度、社会支持和社会参与的意愿远低于普通民众（Thoresen et 

al.，2018）。因此，社会信任能通过社交媒介的使用，进而影响城市新移民社会责任

认同的程度。

第三，人口统计学方面。相对于男性而言，女性对社会责任认同的水平更高，可能

的原因是男性城市新移民在社会适应、融合的过程中压力相对较大，会影响他们的融合效

率和个人价值观念的形成，此外中国传统的子女教育方式也可能是影响因素之一。研究表

明父母的教养方式（关爱和控制）对子女的社会责任感的形成有一定影响，而我国子女的

教养过程中，对女生的控制往往比较严格。同时个体自身的自我控制也存在显著的性别差

异，女性自我控制能力比较显著，但是男性却不显著（罗蕾、明桦，2018）。此外，上海

户口能显著影响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融入水平。对于获得上海户口的城市新移民来说，其社

会融入感显著提升，而没有获得上海户口的城市新移民其社会融入感则显著下降。这也符

号常识。像北京、上海这种一线城市的户口，其户籍不仅附加教育、医疗等社会福利和保

障功能，还隐含了新移民的社会融入的能力。但是，户籍跟社会责任感并没有直接的关

系。另外，在沪时长与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融入和社会责任认同也存在显著的负相关效应。

也就是说，在沪时间越长的城市新移民，其社会融入状况越差，社会责任认同程度也越

低。反言之，越是“新”城市移民，他们的社会责任认同越高。可能的解释为由于大多数

的城市新移民缺乏归属感，可能在他们看来，上海只是人生中学习、工作的一站，总有一

天要离开上海，因此他们在上海的时间越久越容易缺乏归属感，因此社会融入的程度就会

越低、相应的社会责任认同也会变低。可见，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责任认同受到个体经济、

文化、个人经历等自身具体情况的影响，在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下，在和谐社会的构建过程

中，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责任认同的构建面临着新的挑战。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本研究基于信息接触理论和社会融合的

双重研究视角，同时考察了媒介变量和社会变量对上海城市新移民社交媒介使用对社会

责任认同的影响，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该模型不仅揭示了社交媒介使用与社

会责任认同的作用机制（社会融入的中介作用），而且揭示该作用机制的个体差异（社

会信任的调节作用）。该模型既回应了社交媒介使用如何影响上海城市新移民社会责任

认同的形成这一问题，也回答了社交媒介使用对社会责任认同的直接预测作用及社会融

入的中介作用在何种条件下更加显著的问题，对深化、拓展社交媒介使用与个体心理及

行为适应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具有积极意义。研究结果表明社会融入是社交媒介使用与新

媒体时代城市新移民社会责任认同形成的重要作用机制，且该作用机制会受到社会信任

的调节。

第二，该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对上海城市新移民科学使用社交媒介，以及改进他们

的社会融入程度和提升社会责任认同均具有一定的启示。一方面，改善上海城市新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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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交使用，有助于提升他们的社会责任认同。2001年三位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提出的

“信息决定”理论指出，信息的不对称流动，使得群体之间、个体之间的发展呈现出极

大的不公平。“知识鸿沟”使得一部分获得信息与知识的平等权利和机会被剥夺，造成

他们的信息贫乏，知识欠缺，而这又是导致他们物质贫困的重要因素（唐昊，2007）。

解决社会发展不平衡，实现共同富裕的第一步就是实现信息原来的平等。但是，由于社

会的复杂多样性，城市新移民的信息获取渠道和信息质量往往不如城市原住民，因此，

扩大媒介信息的获取可以提高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责任。另一方面，改善上海城市新移民

的社会融入，有助于提升他们的社会责任。提升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融入能力，强化他们

的“主人翁”意识和“归属感”，能提高他们的社会责任意识。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融入

度越高，其对城市的“主人翁”意识也越强，相应的社会责任意识和行为也会越高。

学者研究发现，居住环境和自我表达的渠道缺失也是导致部分城市新移民（如农民工群

体）处于社区边缘呈现游离状态的重要因素，因此建立平等、畅通的自我表达机制和平

台，也能有效提升他们的社区参与度（黄晓燕，2011）。此外，建立社会信任，能提高

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责任认同。信任来源广泛，既有来自制度的规范，也有人格特质的影

响，还有来自性别、年龄、阶级、地区、国家、民族等的基于不同视角的认同。构建城

市新移民的社会信任，不仅需要个体之间遵循一定的道德伦理，更重要的是政府应当树

立必要的威信和权威。因此，一方面需要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提高个体的自身素

质，另一方面还需要改善政府治理，大力推行“阳光行政”，打造“诚信政府”，构建

“和谐社区”，增强城市新移民的社会信任水平，进而提升他们的社会融入意愿和社会

责任认同（李涛、黄纯纯，2008）。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与不足：首先，由于客观条件所限，本研究无法对上海所

有的新移民进行全面抽样调查研究，因此本研究不能确保统计结果全面反映在上海的城

市新移民的特征。其次，研究使用横向研究设计，缺乏数据的连续性，因此研究不能推

论因果（连帅磊、刘庆奇，2018），未来可进一步丰富研究设计、方法及研究变量，采用

多层回归的方式，探讨不同类型的媒介使用与个体责任认同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其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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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The Transformation of Realism: Revisiting the Documentary Image and Realism 
in Early China (1920—1949)

·  CHEN Ting
[Abstract] This paper described the theoretical journey of realism in China and two 
changes in its connotation and function (trans-shaping). After realism was changed from 
xieshizhuyi to xianshizhuyi in Chinese translation practice, literary theorists and directors in 
revolutionary China interpreted the territorial crisis facing China through realistic creation 
and realized their recognition and imagination of the nation-state. This was the first trans-
shaping of realism in China during 1920 to 1942. In the second process of trans-shaping, 
realism originating in Europe was limited by "socialism" after entering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After the publishing of "Speech at the Yanan Literature and Art Forum" in 1942, the 
production of realism documentary images focused on the emphasis of party spirit and the 
comprehensive reconstruction of ideology, which meant socialist realism that absorbed the 
Marxist literary theory of the Soviet Union began to guide the production of images in an 
all-round way. 
[Keywords] realism; the theoretical journey; documentary image

45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Media Use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Identification: An Empirical Study of New Immigrants in Shanghai

·  BAI Ru-jin, YAO Jun-xi, ZHANG Guo-liang
[Abstract] In order to clarify the mechanism of social media use on social responsibility 
identification of new immigrants in Shanghai, a moderating mediation model is 
constructed in the study. The mediating role of social integration in their relationship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social trust is mainly discussed. A questionnaire survey is 
conducted among 415 new immigrants in Shanghai, and their social media use, social 
integration, social trust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identification are investigated. The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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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as follows: (1) social media use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predictive effect on social 
responsibility identification after controlling gender, ag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ource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income, and time spent in Shanghai; (2) social integration 
can play an intermediary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media use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identification; (3) both the direct predictive effect of social media use on 
social responsibility identification and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social integration in their 
relationship are regulated by social trust.
[Keywords] social media us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dentification; social integration; social 
trust

63　Impacts of Media Agenda on Individual Agenda:  Mining Text-data on Twitter

·  YI Hong-fa
[Abstract] A half-century Agenda-setting research faces new challenge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and social media, the diversity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audiences has increased. The public agenda affected by the media can no longer become 
a social consensus, and the agenda-setting research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orientation. This study clearly defines the concept of "individual agenda" and 
conducts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dia agenda and individual 
agenda based on 71.772 million tweets in 2015 on Twitter platform and topic modeling 
technique. The study found that: (1) Twitter media reported the most about "sports events", 
and most Twitter users had special concerns. (2) Most individual agendas were inconsistent 
with the public agenda; the intrapersonal salience and the interpersonal salience were 
highly related. (3) Twitter media agenda was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30.3% of Twitter 
individual agendas. The study also discusses the strength of the individual agenda setting 
effect, the occasional conditions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vidual agenda setting and public agenda setting.
[Keywords] individual agenda; public agenda; agenda-setting; personal differences; topic 
modeling


